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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过程追踪技术实现对“决策过程”的追踪, 或能真正解答“人类是如何做出决策”这一科学问题。

在各种过程追踪技术中, 眼动技术由于具有无干扰性、适用范围广泛、采集信息多样等独一无二的优势, 已被

广泛应用于各种决策研究中, 为验证和比较不同决策理论的不同假设和预测做出了贡献。本文介绍了眼动技

术如何被应用于验证补偿性决策理论与非补偿性决策理论对风险决策过程的不同假设, 眼动技术如何用于检

验多次决策与单次决策的决策过程差异, 以及眼动技术如何用于检验“剔除–关注模型”与“齐当别决策模型”对

多属性决策中共享信息发挥作用机制的不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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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决策(decision making)就是人类根据自己的

意愿和信念选择行动的过程(庄锦英, 2006)。理解

人类的决策行为, 改善决策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领域。美国国家科学院曾指出“没有哪一项基础

科学的研究目标能比‘了解人类是如何思维、解决

问题、做出决定、并改进我们解决问题和制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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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能力 ’这一研究目标更有前景、更为重要” 

(Simon, 1986)。 

决策研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 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研究历史(Weber & Johnson, 2009)。尽管

在这期间, 研究者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中还

有 3位学者(Herbert Simon, 1978 年; Maurice Allais, 

1988 年; Daniel Kahneman, 2002 年)因对行为决策

研究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李纾, 

2006)。但是, 至今我们似乎依然无法准确地回答

“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决策”这一谜题。为什么我

们对决策过程知之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研

究技术的局限性。由于缺乏直接观察或记录决策

过程的技术手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研究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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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通过观察某些输入变量(决策任务的特征、决

策者的特征等)与决策结果的关系, 来推测其背后

隐含的决策过程。 

近年来, 随着决策过程追踪技术的使用和发

展, 研究者们逐步实现了对决策过程的直接观察

和记录。其中, 眼动技术由于其独特的优势, 逐渐

成为决策过程追踪研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技术 , 

眼动技术为揭示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 建立、完

善和发展决策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2  为什么应用眼动技术研究决策过程？ 

2.1  研究决策过程的重要性 

决策研究中包括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基于决

策结果(outcome-based)的研究范式和基于决策过程

(process-based)的研究范式(Svenson, 1979; Weber 

& Johnson, 2009; Johnson, Schulte-Mecklenbeck, & 

Willemsen, 2008; Riedl, Brandstätter, & Roithmayr, 

2008; Schulte-Mecklenbeck, Kühberger, & Ranyard, 

2011)。前者只关注决策中的输入–输出数据(input- 

output data), 通过分析实际行为数据与模型的拟

合程度(goodness-of-fitting)来评价与验证模型。这

是一种较为传统的研究范式 , 期望效用理论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Luce & Raiffa, 1957)、预

期理论 (Prospect Theory; Kahneman & Tversky, 

1979)等早期决策理论都是基于这种研究范式得

以建构和发展(Glöckner & Betsch, 2011)。但是, 这

种研究范式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利用

这种研究范式很难进行有效的模型比较, 需要借

助于非常精妙的实验设计(Schulte-Mecklenbeck et 

al., 2011), 很多情况下, 同样的决策行为结果能

够被多种模型所解释, 无法判别哪种模型的解释

更为合理(Weber & Johnson, 2009; Johnson et al., 

2008); 其次, 这种研究范式对模型的证伪同样存

在困难, 当实际决策行为与模型预测相悖时, 旧

的模型可以通过引进新的函数来优化模型的拟合

度, 这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斩去一头

生出二头 , 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模型证伪(李纾等 , 

2009; 汪祚军, 李纾, 2012)。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一点, 基于结果所发展的决策模型只是一个基于

方法学产生的人造物(artifact) (Franco-Watkins & 

Johnson, 2011), 它所做的只是利用回归、方差分

析等统计方法去解释输入变量(决策任务或决策

者的特征)与输出变量(决策结果)的关系(Weber & 

Johnson, 2009), 而并非解释实际的“决策过程”。

许多模型对过程的假设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却

对决策结果有着相同的预测(Johnson et al., 2008),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模型即使能够很好地拟

合决策的结果, 我们仍旧不能得知决策背后的心

理机制是否真的如模型所预测的那样。例如, 从决

策结果上来看, 累积预期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CPT; 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 & 

Kahneman, 1992)通过修正各种参数, 能够很好地

拟合决策结果, 看起来是一个“好”的理论(Glöckner 

& Herbold, 2011; Suter, Pachur, & Hertwig, 2015)。

但是, 即使大多数被试的选择结果能够被累积预

期理论这种基于期望价值计算的模型正确地预测, 

也依旧无法说明“决策过程”就是像累积预期理论

所说的那样是基于期望价值计算的。实际上, 很

多基于过程的研究都表明, 决策过程并非像累积

预期理论所说的那样进行加权求和 (Schulte- 

Mecklenbeck et al., 2011)。 

与基于结果的研究范式不同, 基于过程的研

究范式试图寻找输入–输出结果之间如何发生关

联, 旨在解释决策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Svenson, 

1979; Johnson et al., 2008)。基于过程的研究范式

直接对决策中的心理过程(如：哪种信息被深度加

工整合了？)、决策者在决策中的中间状态(如：决

策信息会促进决策者提取什么样的记忆？)、决策

的时间顺序 (如：决策者先思考什么 , 后思考什

么？)等问题提出假设, 并利用过程追踪技术收集

并记录过程数据, 对这些心理过程、中间状态进

行假设检验(Weber & Johnson, 2009)。相对于单纯

的输入–输出数据 , 过程追踪数据能为模型比较

与验证提供更为丰富的证据, 能够真正地解释决

策背后的心理过程 , 真正地回答“人类究竟如何

做决定 ” 这一谜题 (Schulte-Mecklenbeck et al., 

2011)。 

2.2  眼动技术在研究决策过程中的优势 

为了实现对决策过程的追踪, 研究者们发展

了多种不同的决策过程追踪技术, 包括口头报告

法(Protocol Analysis)、出声思维法(Thinking Aloud) 

(Svenson, 1979)、主动信息搜集法(Active Information 

Search) (Huber, Wider, & Huber, 1997)、信息板法

(Information Board) (Payne, 1976)、鼠标实验室

(Mouselab) (Bettman, Johnson, & Payne, 1990)、鼠标

追踪法(Mousetracker) (Spivey, Grosjean, & Knob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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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眼动技术(Eye-movement technology)等。

相比于其他决策过程追踪技术, 眼动技术具有独

特的优势。 

2.2.1  无干扰性 

眼动技术可以自然地、无干扰地记录被试的

决策过程, 具有非常好的实验效度。其他决策过

程追踪技术往往会对决策过程本身产生影响。例

如, 出声思维法要求被试在决策的同时关注自己

的思维过程, 一边决策一边口头报告出自己的内

心所想; 而信息板法和鼠标实验室法则是先将决

策信息掩蔽起来, 只呈现信息类别, 而不显示具

体的信息内容(如在风险决策中, 只显示有“概率”

和“金钱”两种信息类别, 而不显示具体的“概率大

小”和“金钱金额”), 被试先选择要查看的信息类

别, 然后通过翻看信息板(信息板法)或鼠标点击

信息区块(鼠标实验室法)查看具体的信息内容。这

些方法本身就会干扰被试的决策过程, 通过这些

方式所追踪到的决策过程并不算是自然条件下的

决 策 过 程 (Glöckner & Betsch, 2011; Schulte- 

Mecklenbeck et al., 2011)。眼动技术主要通过精妙

的成像设备记录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眼球的运动

轨迹。一方面, 由于眼球运动本身是一种无意识

的行为, 被试在实验中很难察觉或改变眼动过程

(Russo, 1978); 另一方面, 也有证据表明, 佩戴眼

动 记 录 仪 本 身 对 被 试 行 为 产 生 的 影 响 很 小

(Gilbert & Gilbert, 1942)。因此, 相比其他过程追

踪技术, 眼动技术能够更加真实地、无干扰地反

映出自然状态下决策者的决策过程。 

2.2.2  适用范围广泛 

眼动技术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其他决策过

程追踪技术往往对实验环境、实验任务、实验对

象有一定的限制。例如, 鼠标实验室、鼠标追踪

法要求被试必须使用鼠标完成实验任务, 而信息

板法、信息搜索、出声思维法要求被试具有较好

的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 , 因此无法用于研究儿

童、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但眼动技术几乎

对实验环境、实验任务和实验对象没有特殊的限

制与要求(Russo, 1978)。由于技术的发展, 眼动仪

的采样率、便携性、灵活性在不断提高, 眼动技

术不仅适用于实验室决策行为的研究, 也适用于

真实的现场决策研究, 还适用于运动、驾驶等动

态行为决策的研究。眼动技术也适用于研究各种

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 不仅可以研究正常成人的

决策行为, 也可以研究老人、儿童、婴幼儿、精

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决策行为, 甚至还可以

应用到动物的决策研究中(徐娟, 2013)。 

2.2.3  采集信息多样 

通过眼动技术获取的决策过程追踪数据信息

量大, 丰富的眼动指标既能反映决策过程的空间

特征, 又能反映决策过程的时间特征; 既能反映

信息的加工广度 , 又能反映信息的加工深度

(Glöckner & Witteman, 2010)。例如：对某信息或

选项重复注视的次数可以反映决策者对该信息或

选项的注意偏向程度, 从而可以推断该信息或选

项在决策中的凸显性和重要性(Hristova & Grinberg, 

2008; Kim, Seligman, & Kable, 2012; Meißner & 

Decker, 2010; Reisen, Hoffrage, & Mast, 2008; Su, 

Rao, Li, Wang, & Li, 2012; van Raaij, 1977; Wedell 

& Senter, 1997)。对某信息或某选项的注视总时长

或注视点的平均注视时长可以反映决策者对该信

息或选项的加工深度, 从而可以推断信息或选项

在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Kuo, Hsu, & Day, 2009;汪

祚军, 李纾, 2012; Su et al., 2012)。决策者对各个

信息的注视次数比例和注视时间比例, 反映出了

哪些信息对决策过程起到了作用, 哪些信息在决

策中被忽略 (Horstmann, Ahlgrimm, & Glöckner, 

2009)。长时注视点、中时注视点和短时注视点在

整个决策过程中的分布可以反映决策的整体加工

模式(自动加工/控制加工) (Glöckner & Herbold, 

2011; Glöckner, Fiedler, Hochman, Ayal, & Hilbig, 

2012)。注视顺序可以反映决策者所采用的决策策

略 , 判断决策者是使用基于选项的 (alternative- 

based)还是基于属性的 (attribute-based)决策策略

(Russo & Rosen, 1975; Russo & Dosher, 1983)。决

策过程中瞳孔大小的变化也能够反映决策者的认

知加工负荷和唤醒度的变化(Beatty, 1982; Partala 

& Surakka, 2003)。 

3  眼动技术为检验决策过程理论所做

的贡献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Russo 和 Rosen (1975)

就开始将眼动技术应用于决策研究中。此后, 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眼动技术应用于决策领域的研

究中(Orquin & Mueller Loose, 2013)。在眼动技术

的帮助下 , 研究者们了解了诸如信息的凸显性

(Milosavljevic, Navalpakkam, Koch, & R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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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Orquin, Scholderer, & Jeppesen, 2012)、信息

呈现的位置 (Chandon, Hutchinson, Bradlow, & 

Young, 2009; Reutskaja, Nagel, Camerer, & Rangel, 

2011)、信息负荷量(Horstmann et al., 2009; Lohse 

& Johnson, 1996; Reutskaja et al., 2011; Russo & 

Dosher, 1983)、决策难度(Fiedler & Glöckner, 2012; 

Russo & Dosher, 1983)、决策阶段(Russo & Leclerc, 

1994; Krajbich & Rangel, 2011; Krajbich, Armel, & 

Rangel, 2010; Krajbich, Lu, Camerer, & Rangel, 

2012)、决策策略(Horstmann et al., 2009; Sütterlin, 

Brunner, & Opwis, 2008; 汪祚军, 李纾, 2012)、审

慎型/直觉型思维(Horstmann et al., 2009)、时间压

力(Pieters & Warlop, 1999; Reutskaja et al., 2011; 

van Herpen & van Trijp, 2011)、框架效应(Kuo et al., 

2009)、学习效应(Meißner & Decker, 2010; Orquin, 

Bagger, & Mueller Loose, 2013)等关键因素是如何

影响决策中的眼动模式, 进而对决策行为产生影

响的。此外, 也有研究者发现, 眼动与注意过程本

身会自下而上地影响决策行为, 出现注视层叠效

应(gaze cascade effect) (Shimojo, Simion, Shimojo, 

& Scheier, 2003; Simion & Shimojo, 2006, 2007; 

Glaholt & Reingold, 2009,2011; Glaholt, Wu, & 

Reingold, 2009; Schotter, Berry, McKenzie, & 

Rayner, 2010), 在眼动技术的实时反馈下 , 操纵

决策者对信息的注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

结果(Pärnamets et al., 2015)。 

这些研究已取得了丰富成果, 帮助我们更深

入地了解了决策过程。不仅如此, 近年来眼动技

术还被成功地应用于验证和比较不同决策理论的

不同假设和预测, 从而促进了决策过程理论的建

立和发展。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眼动技术是如何

为检验各个决策过程理论做出贡献的。 

3.1  补偿性决策理论 vs. 非补偿性决策理论 

决策理论与模型可以被划分为补偿性和非补

偿性两大类别(Birnbaum & LaCroix, 2008; Johnson 

et al., 2008; 汪祚军, 欧创巍, 李纾, 2010; 张阳阳, 

饶俪琳, 梁竹苑, 周媛, 李纾, 2014)。补偿性指决

策过程中对所有相关信息进行了加工, 并权衡了

所有选项及其信息的权重, 补偿性决策理论包括

期望价值 (Expected Value, EV)理论、期望效用

(Expected Utility, EU)理论(Edwards, 1954; Savage, 

1954; von Neumann & Morgenstern, 1944)、累积预

期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CPT; 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 & Kahneman, 1992)等。

相反, 非补偿性决策理论认为, 个体的认知加工

能力是有限的, 人们无法对所有决策信息进行加

工和整合, 决策者只利用有限的信息, 并避免进

行价值之间的权衡(Payne & Bettman, 2004)。非补

偿 性 决 策 模 型 包 括 占 优 启 发 式 模 型 (Priority 

Heuristic, PH; Brandstätter, Gigerenzer, & Hertwig, 

2006)、满意原则(Principle of Satisficing; Simon, 

1955)、齐当别决策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Li, 

2004)等。通过一些精妙的实验设计, 眼动技术被

用于检验这些决策模型, 以解决补偿性和非补偿

性的理论之争。 

3.1.1  应用眼动技术直接检验决策理论 

补偿性决策模型与非补偿性决策模型所描述

的决策过程存在着本质性区别, 两种模型对决策

过程中的信息扫描量、扫描速度、信息加工深度、

信息整合方式等有着不同的假设。眼动技术能够

很好地反映决策过程中的这些特征, 因此有研究

者(Glöckner & Herbold, 2011; Fiedler & Glöckner, 

2012)试图利用眼动技术直接检验累积预期理论

(补偿性决策模型)和占优启发式理论(非补偿性决

策模型)对决策过程的预测。累积预期理论认为(1)

决策者会用稳定的、有序的方式对所有信息进行

搜索、加工、整合和计算; (2)决策者的信息加工

和计算速度是稳定不变的。因此累积预期理论对

决策的眼动模式有以下几个预测：a)信息的搜索

量应该近似 100%, 并且信息搜索量不应该受决

策题目类型的影响; b)由于加工整合信息需要较

长时间, 因此注视点的持续时间较长; c)对各个信

息的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分布较为均等。Glöckner

和 Herbold (2011)发现决策者并没有注视所有的

决策信息, 信息搜索量也受到决策题目类型的影

响; 整个决策过程以中短时的注视点为主, 而不

是长时注视; 同时, 对各个信息的注视次数和注

视时长存在显著的差异, 注视具有选择性。这些

结果都与累积预期理论的预期相悖, 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决策并非是一个对所有信息进行加权求和

的过程。不过, 眼动数据也并没有验证占优启发

式对信息加工的预测。根据占优启发式的决策规

则：a)决策者对信息的整体搜索量偏少, 信息搜索

量随着占优启发式条件的增多而增加; b)一开始

加工深度较浅、注视时长较短, 之后逐渐加工深

度增加、注视时长增加; c)对最小结果(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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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的注视更多。而 Glöckner 和 Herbold 发

现, 决策中对信息的注视次数并没有因为占优启

发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注视点的时长也并没有

随着加工时程的增长而增长, 也没有出现对最小

结果的注视偏好。 

Glöckner和 Herbold (2011)所采用的方法是较

为直接的一种检验方法。他们利用某些眼动指标

来反映决策过程的特征, 然后直接检验被试在这

些特征上是否符合某个决策理论的预测。 

这种直接验证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眼

动指标确实能够定性反映决策过程的某些特征 , 

但还无法真正达到量化的水平。究竟多长时间的

注视点才是真正的深度加工, 而多短时间的注视

点才是真正的浅度加工？信息搜索量高于多少是

遵循了补偿性的信息搜索策略, 低于多少是遵循

了非补偿性的搜索策略？基于选项的眼跳和基于

属性的眼跳差异要多大才能真正区分出基于选项

的决策策略和基于属性的决策策略呢？我们无法

精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当然也就无法真正地验证

或证伪相应的决策理论。 

3.1.2  眼动技术与“迫选规则体验法”范式的结合 

将眼动技术与迫选规则体验法结合可以有效

地解决上述直接检验法的问题。迫选规则体验法

要求被试严格依据迫选决策规则(如：按照某决策

模型所提出的规则)做出决策, 然后比较被试在迫

选规则决策和实际自主决策中的差异, 以检验决

策过程是否符合某个决策模型的预测(饶俪琳, 梁

竹苑, 李纾, 2009; 汪祚军, 李纾, 2012)。采用迫

选规则体验法, 有研究者曾探索了决策者在自主

决策和规则迫选时的决策结果、情感体验与规则

认可程度的关系, 发现决策者采用齐当别决策规

则(非补偿性决策理论)时的决策结果、情感体验和

规则认可度优于采用期望价值原则(补偿性决策

理论)时的决策结果、情感体验和规则认同, 据此

说明与期望价值理论相比, 齐当别决策模型可能

更符合决策者实际决策时所采用的规则(饶俪琳

等, 2009)。但是, 决策结果、情感体验和规则认可

度都属于间接的指标 , 这些指标仍然无法回答

“实际的决策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这一科学问题。

因此, 将眼动技术与迫选规则体验法结合, 就能

充分发挥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 既能直观地追踪

到各种决策规则下的决策过程, 又能定性地对比

不同决策模型与实际决策过程的差异。 

汪祚军和李纾(2012)结合了眼动技术与迫选

规则体验法, 检验了决策过程究竟是遵循期望价

值原则(Expect Value, EV, 补偿性决策理论)还是

占优启发式理论(Priority Heuristic, PH, 非补偿性

决策理论)。他们要求被试分别进行了 EV 迫选任

务、PH 迫选任务和自主决策任务：在 EV 迫选任

务中, 要求被试对选项的期望价值(EV)进行计算, 

然后选择期望价值较大的选项; 在 PH 迫选任务

中, 要求被试按照占优启发式决策模型提出的决

策步骤进行选择; 自由决策任务中, 不给被试任

何策略要求, 被试进行自由选择。通过对这三种

任务的眼动轨迹分析发现：被试在 EV 迫选任务

条件下, 基于选项的眼跳次数显著多于基于属性

的眼跳次数; 而在自主决策任务条件下, 被试基

于属性的眼跳次数显著多于基于选项的眼跳次

数。这说明, EV 迫选任务条件下, 决策者更多基

于选项进行信息搜索, 而在自主决策任务条件下

则更多地进行基于属性的信息搜索, 也就是说自

主决策并不是像期望价值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进行

基于选项的加权求和。而 PH 迫选任务与自主决

策任务的眼动模式也有差异：在 PH 迫选任务中, 

被试对最小结果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和选项间

的眼跳次数都显著多于对其他信息区域的注视时

间、注视次数和选项间的眼跳次数; 而在自主决

策任务中, 被试对最小结果的注视时间、注视次

数和选项间的眼跳次数都显著少于对最大结果的

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和选项间的眼跳次数。这说

明, 自由决策也并不像占优启发式所预测的那样

首先关注最小结果。通过对这三个任务的眼动过

程比较 , 汪祚军和李纾(2012)的研究说明了人们

在自由决策时既不遵循期望价值理论, 也不遵循

占优启发式原则, 这与 Glöckner 和 Herbold (2011)

的发现是一致的。 

3.1.3  眼动技术与“概率–比例决策任务”范式的

结合 

由于迫选规则体验法要求被试按照特定的策

略进行选择, 需要对被试进行训练, 故该范式中

的决策不是一个自然的加工过程。因此, 这种任

务与自主决策任务在眼动模式上的差异不仅仅源

于补偿性和非补偿性决策过程的不同, 还可能源

自于两个任务在自动化加工程度、被试对任务的

熟悉度等方面的差异。针对这一问题, 梁竹苑、

徐丽娟、饶俪琳、蒋田仔和李纾(2012)巧妙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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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概率–比例决策任务”新范式, 引入了概率决策

任务和比例决策任务的对比。概率任务和比例任

务的刺激材料完全相同, 都用“X, Y%”来表示选

项。但是, 在概率任务中“Y%”表示概率, “X, Y%”

表示有 Y%的可能性获得/损失 X 元钱, 被试在概

率任务中自主地进行风险决策; 而在比例决策任

务中, “Y%”表示比例, “X, Y%”表示获得/损失 X

元的 Y%, 此时被试会自主地进行加权求和, 计

算并比较 X 与 Y%乘积。比较这两种任务下被试

的眼动过程的异同, 就可以检验风险决策过程是

否会进行加权求和的计算, 同时又避免了训练、

自动化加工等因素的干扰。 

Su 等人(2013)利用“概率–比例决策任务”范

式分别检验了被试在进行单次概率任务与比例任

务时眼动模式的异同。其结果发现单次概率任务

的眼动模式与比例任务的眼动模式存在较大的差

异, 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搜索方向：

信息搜索方向用 SM 值来表示, SM 值反映被试基

于选项的眼跳次数比例高还是基于属性的眼跳次

数比例高。另外 SM 值大于 0 表示整个决策是基

于选项的, 小于 0 则表示整个决策是基于属性的

(Böckenholt & Hynan, 1994a, 1994b)。Su 等人

(2013)的研究发现比例任务的 SM 值显著大于单

次概率任务; 在正负值上, 比例任务的 SM 值为

正值, 而单次概率任务的 SM 值为负值。这表明, 

比例任务整体上是基于选项进行决策的, 遵循补

偿性决策理论; 而单次概率任务则是基于属性进

行决策的, 遵循非补偿性决策理论。(2)信息加工

深度：在决策反应之前被试所注视的信息量占总

信息量的比例表示了整个决策的信息加工深度。

Su 等人(2013)的结果表明, 单次概率任务的信息

加工深度显著低于比例任务的信息加工深度。(3)

加工复杂性：用平均注视时间来表示信息加工的

复杂性, 单次概率任务的平均注视时长显著低于

比例任务的平均注视时间。(4)注视分布：注视分

布是指被试在决策中对各种信息的注视比例, 反

映了各种信息对决策的重要性。补偿性决策理论

认为, 决策者需要整合所有的信息之后才能做出

决策, 因此, 决策者对每个信息的注视是相对平

均的; 而非补偿性决策理论认为, 决策者只依赖

较为关键的一些属性进行决策, 因此, 决策者对

不同信息的注视分布是不均匀的。Su 等人(2013)

的结果表明, 单次概率任务中, 被试对各个信息

区的注视比例的两两差异显著, 注视比例由大到

小依次为：大报酬, 小概率, 小报酬, 大概率, 这

与非补偿性决策理论的预测较为一致。而对于比

例任务来说, 被试对四个区域的注视比例较为均

衡, 注视比例的差异均不显著, 更加符合补偿性

决策理论的预测。Su 等人通过比较单次概率任务

与比例任务在眼动模式上的差异, 再次说明了被

试在进行自由风险决策时并不像补偿性决策理论

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加权求和。 

3.1.4  实验性分离 

如果操纵一个自变量能使两个对象发生不同

的变化, 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两个对象在本质上是

不同的, 也就是出现了实验性分离(杨治良, 钟毅

平, 1996)。除了直接对比不同任务下的眼动模式

外, 利用实验性分离的思想也能够检验不同任务

是否包含相同的决策过程。 

非补偿性决策理论 , 如齐当别决策模型等 , 

认为决策者是基于属性进行信息搜索的, 如果更

换选项内信息呈现的位置, 使得两个选项的某些

属性(例如：最大结果及其概率)交叉呈现, 就会引

起决策者产生更多交叉转换的眼跳轨迹。而补偿

性理论认为决策者是基于选项进行信息搜索和加

工的 , 因此 , 无论是否交换选项内的信息位置 , 

都不会影响决策中的眼跳轨迹。基于这一思想 , 

汪祚军和李纾(2012)操纵了实验材料的呈现方式, 

通过交换选项中信息的呈现位置, 使得两个选项

的最大结果及其概率与最小结果及其概率出现交

叉和非交叉两种呈现方式(图 1), 然后分别观察决

策者在自主决策任务和 EV 迫选任务中的眼动模

式。结果发现呈现方式与任务类型对交叉眼跳次

数的交互作用显著：在 EV 迫选任务条件下, 交叉

呈现与非交叉呈现的交叉眼跳次数无显著性差异; 

而在自主决策任务条件下, 交叉呈现条件下的交

叉眼跳次数显著多余非交叉呈现条件下的交叉眼

跳次数(图 1)。这说明, 自主决策任务与 EV 迫选

任务条件下被试的信息搜索模式确实存在不同

——自主决策条件下, 被试更倾向于进行属性间

的比较而非选项间的比较。 

另外, 补偿性理论认为决策者会对每个选项

进行加权求和, 即对各个结果及其概率进行乘积

计算, 然后再将这些乘积结果相加求和。因此, 加

权求和的计算难度将会对整个决策过程产生重要

影响, 如果计算难度较大, 消耗的认知资源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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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交叉呈现(a)与交叉呈现(b)的材料及其在自主

决策任务中的典型眼动轨迹示意图, 其中, 箭头表示了

注视点在注视轨迹中的先后顺序, S 表示注视轨迹的起

始点, E 表示注视轨迹的终点(来源：Zhou et al., 2015)。 
 

那么被试对信息的加工时间、信息加工量、加工

深度等都会相应地增加, 这些决策过程都会反映

在眼动模式上。相反, 非补偿性决策理论认为决

策者只是依赖于属性间的比较, 应用启发式的决

策策略。因此, 无论结果与概率的计算难度如何, 

都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决策过程, 眼动轨迹也不会

发生改变。基于这种思路, Su 等人(2013)操纵了单

次概率任务和比例任务中决策选项的计算难度 , 

计算难度较低的选项其报酬结果和概率 /比例都

是整十整百数(如：800 和 90%), 而计算难度较高

的选项其报酬结果和概率 /比例都是非整十整百

数(如：750 和 85%)。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计算

难度与任务类型对信息搜索方向的影响存在着显

著的交互作用：计算难度的增大显著提高了被试

在比例任务中的 SM 值 , 随着计算难度的增加 , 

被试越倾向于进行基于选项的信息搜寻; 但计算

难度的提高却显著降低了单次概率任务下眼动的

SM 值, 随着计算难度的增加, 被试反而更倾向于

进行基于属性的信息搜索。此外, 计算难度与任

务类型对被试的决策反应时以及平均注视时长的

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随着难度的增加, 

比例任务的决策反应时、平均注视时长都显著地

增长了; 但难度却并没有对被试在单次概率任务中

的决策反应时和平均注视时长产生显著的影响。 

通过操纵这两种不同的调节变量, 上述两个

研究再次说明单次的、自主的风险决策过程并非

像补偿性决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基于选项

的、加权求和的计算。很显然, 那些影响加权求

和计算的因素(如：计算难度)对单次的、自主风险

决策过程并不产生影响; 相反, 那些影响属性比

较的因素(如：交叉呈现方式)对单次的、自主风险

决策过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单次的、自

主风险决策过程可能更符合非补偿性决策理论所

描述的那样进行基于属性的、启发式的决策。 

以上研究无论是采用眼动技术直接对决策过

程进行检验 , 还是将眼动技术与“迫选规则体验

法”或“概率–比例决策任务”范式结合, 或是利用

某些调节变量实现了实验的双分离, 都说明了人

们的决策过程并不像补偿性决策模型所说的那样, 

对每个选项进行加权求和, 然后基于选项的效用

进行决策。相反, 人们的决策更符合非补偿性决

策理论的描述, 是一种基于属性的、启发式的过

程。不过, 一些特定的非补偿性决策模型, 如占优

启发式, 也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追踪到的决策的眼

动过程。实际决策过程究竟符合哪种非补偿性决

策模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还有待更多研究者采

用眼动技术去进一步地探索。 

3.2  单次风险决策 vs. 多次风险决策 

上述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说明单次的风险

决策不符合补偿性决策理论的描述, 可理论研究

者们为什么始终对这类决策理论不离不弃？Li 

(2003)指出 , 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 , 建

立决策理论的目的在于能够解释和预测多数人、

多次决策的行为倾向, 而并不在意特定的某次决

策行为。因此, 这些补偿性模型反映的实质上是

一个多次决策的过程。实际上, 补偿性模型所依

赖的“期望”这一概念本身也正是基于多次重复取

样计算所得的, 多次决策时人们的决策行为才更

加符合期望价值理论, 而单次决策与多次决策的

心理机制和决策过程并不相同。Samuelson (1963)

和其同事的故事就展现了单次决策和多次决策的

差异：他的同事拒绝了一次一半可能获得 200 元

一半可能损失 100 元的赌博, 但当这个赌博要进

行 100 次时, Samuelson 的同事却欣然接受了该赌

博。众多实证研究也发现, 决策者在做多次决策

时更符合期望价值理论的预测(Colbert, Murray, & 

Nieschwietz, 2009; DeKay & Kim, 2005; Klos, Weber, 

& Weber, 2005; Langer & Weber, 2001; Li, 2003)。 

为了验证多次决策过程是否真的与单次决策

过程不同, 多次决策过程是否更符合期望价值理

论的预测, Su 等人(2013)利用“概率–比例决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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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范式比较了单次概率任务、多次概率任务和比

例任务 3 种条件下的眼动模式。结果发现, 多次

概率任务下的眼动模式确实与比例任务的眼动模

式更为接近, 而单次概率任务与多次概率任务下

的眼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在：多次概

率任务和比例任务的 SM 值都为正, 而单次概率

任务的 SM 为负值; 多次概率任务的信息注视比

例显著多于单次概率任务, 但与比例任务的差异

不显著; 多次概率任务下被试对各个信息区的注

视分布也与比例任务更为接近, 两个任务下对几

种信息区的注视都较为均衡, 而单次概率任务下

对各个信息区的注视却存在较大差异。这说明 , 

多次风险决策确实更加符合期望价值理论的预测, 

进行加权求和的期望运算, 而多次风险决策与单

次风险决策的心理机制和决策过程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 

Sun, Rao, Zhou 和 Li (2014)也应用眼动技术, 

探索了单次决策与多次决策在应急管理应用中的

区别。她们发现在应急方案的制定与选择中, 决

策者得知方案只实施一次时的选择偏好及其眼动

轨迹与决策者得知方案会重复实施多次时的选择

偏好及其眼动轨迹具有较大差异。具体来讲, 相

对于应急方案只实施一次时被试的选择及其眼动

轨迹, 当应急方案会实施多次时, 被试的选择会

更加符合期望价值理论的预测, 被试更倾向于选

择期望价值更高的选项, 其眼动轨迹中基于选项

的眼跳比例更多, 注视的平均时长更长, 长时的

注视点比例更多而短时的注视点比例更少。这些

差异在公共卫生应急决策情境和农业生产应急决

策情境下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上述两个眼动研究揭示了多次风险决策与单

次风险决策在决策过程上的差异, 说明多次风险

决策是符合期望价值理论的, 但单次风险决策行

为则与期望价值理论不符。 

3.3  剔除–关注模型 vs.齐当别决策模型 

作为消费者, 我们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

选择。对于两种相似(共享特征)却又不同(独有特

征)的商品,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是相

似的共享特征还是不同的独有特征？基于补偿性

的决策理论 , 研究者们提出了“剔除–关注”模型

(Houston & Sherman, 1995; Houston, Sherman, & 

Baker, 1989), 认为消费者在两个商品之间做出选

择时, 会忽略两者的共享特征而将注意的焦点集

中在两种商品的独有特征上, 整个决策过程不会

受到共享特征的影响。但是, 基于齐当别决策模

型, Li, Zheng 和 Li (2007)认为并不是所有共享特

征对消费决策都不产生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 , 

当共享特征与独有特征之间有关联时, 共享特征

会改变某些属性间的差异, 进而影响整个决策过

程。在 Li 等人(2007)的研究基础上, Su 等人(2012)

进一步提出共享特征的“质”与“量”的变化都会影

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并应用眼动技术验证了这

一观点。他们选用了最常见的快餐店决策情景 , 

要求被试从两种不同的套餐中进行选择, 套餐 A

的食品量小 (小号鸡汉堡 )而饮品量大 (大杯冰可

乐), 套餐 B 的食品量大(大号鸡汉堡)而饮品量小

(小杯冰可乐), 同时 , 两种套餐还包含了一个共

同商品(共享特征)。Su 等人(2012)从“质”和“量”

上分别操纵了共同商品的种类, 形成了 6 种不同

的共享特征：小量的食品“一对烤鸡翅”、大量的

食品“十对烤鸡翅”、小量的饮品“品尝杯雪碧”、

大量的饮品“大杯装雪碧”, 以及与食品饮品都无

关的“大包湿纸巾”和“小包湿纸巾”。 

Su 等人(2012)记录了被试在不同共享特征的

套餐选择中的眼动轨迹, 结果发现, 不同质与量

的共享特征对决策确实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导致

被试对共享特征和独有特征关注程度不同。具体

来说, 首先, 不同类型的共享特征显著影响了被

试的选择：当“十对烤鸡翅”作为共享特征加入备

选套餐时, 被试选择饮品维度占优的套餐 A 的比

例显著提高 ; 当“大杯装雪碧”作为共享特征时 , 

被试选择食品维度占优的套餐 B 的比例显著提高; 

而当其他类型的共享特征加入时, 被试的选择偏

好差异不显著。其次, 不同类型的共享特征显著

影响了被试对共享特征的关注度：当大量的、相

关的物品(如：“十对烤鸡翅”、“大杯装雪碧”)作为

共享特征出现时, 被试对这类共享特征的注视时

长、注视次数显著高于其他几种类型的共享特征

(“品尝杯雪碧”除外, 这可能是由于“品尝杯”词频

较低, 导致决策者好奇而给予更多关注), 对这类

共享特征的最后注视时间也晚于所有其他类型的

共享特征, 说明相关的、大量的共享特征在决策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 不同类型的共享特征

也显著影响了被试对选项中独有信息的关注度：

“十对烤鸡翅”作为共享特征加入备选套餐能够显

著提高被试对选项“食品”维度的注视次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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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视时长百分比, 同时也显著提高了被试在两

选项“食品”维度上的眼跳次数 ; 而当“大杯装雪

碧”作为共享特征加入套餐时, 被试对选项“饮品”

维度的注视次数百分比、注视时长百分比、以及

眼跳次数也显著地提高了; 而无关的共享特征或

小量相关的共享特征则没有显著影响被试决策中

对独有特征的注意。 

应用眼动技术, 该研究说明了共享特征确实

会影响多属性决策。当共享特征与独有特征相关

且量较大时, 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会关注这些共享

特征。共享特征的加入还影响到人们在决策过程

中对独有特征的加工。这一结果表明, 人们的实

际决策违背了基于补偿性规则的“剔除–关注”模

型的预期; 另一方面, 上述结果亦说明多属性决

策过程可能如齐当别所预期的是基于维度的。 

4  总结与展望 

早期对决策行为的研究仅仅关注于输入和输

出变量之间的关系 , 并没有真正解答“人类究竟

如何做出决策”这一谜题。随着眼动技术等过程追

踪技术在决策研究中的应用, 研究者才真正实现

了直接观察与探索“决策过程”的目标。在各种过

程追踪技术中 , 眼动技术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决策研究中。眼动技术为

验证和比较各种决策理论提供了直接、有效的证

据。例如：在眼动技术的帮助下, 研究者们利用

各种实验范式解决了风险决策的“补偿性决策理

论与非补偿性决策理论”之争 ; 在眼动技术的帮

助下, 研究者发现多次风险决策和单次风险决策

的决策过程存在着不同; 在多属性决策中利用眼

动技术检验了“剔除–关注模型”和“齐当别决策

模型”。总而言之, 眼动技术促进了决策理论的建

立、发展和完善, 为整个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发展

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今后的研究中, 眼动技术必将为决策研究

带来更多的新发现, 为决策理论的发展带来更多

的证据支持。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决策研究者能

够应用眼动这一过程追踪技术揭开“决策过程”的

神秘面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认为, 今后的

决策与眼动研究需要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探索： 

一方面, 从眼动技术发展的层面来看, 研究

者们应该进一步发展和丰富更加适用于决策领域

研究的眼动指标和眼动数据分析方法。纵观当前

决策的眼动研究, 大部分研究所关注的眼动指标

还相对比较局限, 常用的眼动指标, 如注视次数、

注视时长、兴趣区注视比例等, 只能够反映决策

的某些局部特征(local details), 信息比较单一, 要

不只体现时间特征, 要不只体现空间特征, 很少

能够整合性地考虑多维度信息。此外, 这些指标

大部分都是静态性指标, 不能反映整个决策过程

中信息加工模式的动态变化性。因此, 今后在决

策研究中, 研究者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能够反映决

策整体特征、动态特征的眼动数据。例如：注视

轨迹 (scanpath)分析法能够分析眼动轨迹的注视

点顺序, 反映了注视时间与注视位置的动态变化

情况, 因此被认为是更能反映决策过程整体特征

和动态特征的一种眼动分析技术 (Day, 2010; 

Harte, Westenberg, & van Someren, 1994)。近年来, 

有决策研究者开始关注如何将注视轨迹(scanpath)

分析法应用于决策研究中。Zhou 等人(2015)利用

注视轨迹分析方法对已发表的 3 篇决策研究中的

眼动数据进行再分析, 验证了注视轨迹分析法在

决策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同时利用这种分析

方法还找出了不同决策任务下最典型的眼动轨迹, 

为我们更直观地理解不同决策过程提供了便利。 

另一方面, 从决策理论发展的层面来看, 研

究者们应该进一步探索在决策过程中各种眼动模

式背后的心理意义, 建立眼动过程与决策结果的

联系, 最终实现用眼动数据预测决策行为的终极

目标。事实上, 按照目前所取得的证据, 我们已经

发现决策者采用不同的决策策略(Horstmann et al., 

2009; Sütterlin et al., 2008; 汪祚军, 李纾, 2012)、

依赖不同的决策信息(Glöckner & Herbold, 2011; 

Glöckner et al., 2012; Su et al., 2012; van Raaij, 

1977; Wedell & Senter, 1997)、在不同的决策阶段

(Russo & Leclerc, 1994; Krajbich & Rangel, 2011; 

Venkatraman, Payne, & Huettel, 2014), 其眼动模

式都有巨大的区别。基于这些证据, 研究者可以

进一步建立不同眼动模式与不同决策策略、不同

决策信息、不同决策阶段的关联, 进而利用眼动

数据预测决策者采用了什么决策策略、依赖什么

样的决策维度, 在什么样的决策阶段做决策。如

果能够理清决策过程中各种眼动模式背后的心理

意义, 建立完善的眼动过程与决策结果的关联图

谱, 那么, 利用眼动技术来预测人们选择的结果, 

真正把“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 实现“读心术”或



203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3 卷 

 

 

许就不再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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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Process Tracing: Evidence from Eye-movement Data 

WEI Zi-Han; LI Xingshan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Process tracing techniques facilitate tracing of cognitive process behi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s, thereby clarifying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The eye-tracking technique is a type of process 

tracing technique with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1)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2) 

applicable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for different samples, and 3) can provide informative process 

data. Eye-tracking techniques are useful in testing or comparing different decision-making models. These 

techniques aid researchers in the following tasks: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process hypotheses of both 

compensatory and non-compensatory theories in risk decision-making fields, determining different 

cognitive processes between multiple-play decision and single-play decision, and comparing and assessing 

different predictions of the “cancellation-and-focus model” and “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 on how 

common features affect multiple-attribute decisions. 

Key words: decision process tracing techniques; eye-tracking; compensatory theories; non-compensatory theories; 

multiple-play decisions; single-play decisions; cancellation-and-focus model; 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 

 

 

通讯作者简介： 

李兴珊, 男, 2007年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目前为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阅读、眼动控制、基于物体的视觉

注意、决策的眼动过程等, 其代表性成果发表在顶级心理学期刊上(如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Cogn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等), 其中一篇论文(Li & Pollatsek, 

2011)被评为2011年度美国实验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 

 


